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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在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背景下,聚焦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利用增长核算分析框架揭示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产能提升

的源泉。 研究发现:对于稻谷和小麦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这两类作物产能提升的主要源泉,其对稻谷、小

麦产能提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85. 39% 、100. 93% ,拉动稻谷、小麦产能分别提升 0. 91% 、2. 39% 。 就玉米而言,

党的十八大之前,土地是玉米产能提升的主要源泉,其贡献率达到 64. 13% ,拉动玉米产能提升 4. 11% ;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玉米产能提升的主要源泉,其贡献率达到 64. 38% ,拉动玉米产能提升 1. 27% 。 研

究结果为粮食品种结构优化及粮食产量可持续增长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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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f China’s three major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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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round of 100 billion catty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increase ac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growth accounting framework to reveal the sources of China’ s rice, wheat, and corn production capacity increase.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s the main sourc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increase for rice

and wheat, and its contribution for the two grain reaches 85. 39% and 100. 93% , pulling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increase of them by 0. 91% and 2. 39% respectively. For corn, befo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nd is the main source of its production capacity increase, with a contribution rate of 64. 13% , pulling

corn production capacity up by 4. 11% .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s shifted to be the main source of production capacity increase, with a contribution rate of 64. 38% ,

pulling corn production capacity increase by 1. 27% .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grain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gra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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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的新粮食安全观,明确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 2004—2023 年的 20 年间,中国的粮食生产实

现了“二十连丰”,粮食总产量连续 9 年保持在 1. 3
万亿斤(1 斤 = 500 kg)以上,2023 年中国粮食总产

量达到13 908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在粮食生产

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全球粮食

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风险持续增加,洪涝、风灾、
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 伴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粮食

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粮食产需在今后相当长的

时期内仍将处于紧平衡态势,因此提升粮食产能

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 2022 年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启动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扎实推进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粮食产量保

持在 1. 3 万亿斤以上。 在此背景下,准确把握中国

主要粮食作物产能提升的源泉及各要素的贡献,对
于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稳定安全供给、确保 2024 年粮

食产量保持在 1. 3 万亿斤以上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现有文献,目前关于粮食产能提升源泉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于全要素

生产率这一核心。 高鸣等[1] 基于 2009—2020 年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测算了粮食全要

素生产率,得出全要素生产率是粮食产出增长的

主要动力源泉,其对粮食产出的贡献率超五成。
彭小辉等[2]基于 2004—2015 年省际面板数据,发
现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 69. 36% 的粮食增产。
郑志浩等[3]基于 1980—2018 年省际面板数据,发
现粮食产出增长主要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且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加速增长模式。 二是探索土

地、化肥等投入要素对粮食产能提升的贡献。 王

祖力等[4] 研究了 1978—2006 年化肥变动对中国

粮食产量的影响作用,发现化肥投入的增加可以

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其贡献率达到 56. 81% 。 聂

英[5]对 1950—2011 年耕地面积变化与中国粮食

产量波动的相关性展开分析,发现耕地面积的增

减变化是粮食产量波动的主要因素。 然而,目前

较少有研究同时揭示并比较投入要素与全要素生

产率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进而无法科学研判

粮食产能提升的主要来源。 在研究对象上,目前

对于粮食产能提升源泉的研究,多数围绕粮食总

产量展开,而针对不同作物品种产能提升源泉的

研究相对较少。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不同粮食作

物对于各投入要素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作

物品种产能提升的源泉与要素贡献也不尽相同。
本文以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为研究

对象,综合揭示土地、资本、劳动、化肥等投入要素

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不同作物的贡献,深入研究三

大粮食作物产能提升的源泉,不仅补充了中国粮

食产能提升源泉的相关研究,而且有助于实现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目标。
一、研究方法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经济学经典函

数之一,可以综合考虑多个生产要素对于产量的

影响,其估计结果可以直接获得不同要素的弹性

系数,目前仍是用于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最主流的

模型之一。 结合中国粮食生产特征,本文在传统

的资本、劳动投入要素基础上,将土地和化肥要素

纳入其中,构建包含土地 C、资本 K、劳动 L、化肥 F
要素的中国粮食生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见式(1)。

Y = f(C,K,L,F) = ACαKβLθFγ (1)
根据粮食生产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粮食产能提升的源泉可以分解为土地、资本、劳
动、化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如何核算不同要素

对于增长的贡献,索洛开创了先河。 索洛基于希

克斯中性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估算出总量生产

函数后,以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的

剩余部分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6],从而清晰

刻画各投入要素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

推动作用。 作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7],
索洛余值法为学者们从事增长核算提供了全新的

思路。
参考已有文献[8 - 10]做法,式(1)两边同时取自

然对数再进行求导得式(2),将产量增长分解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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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要素禀赋积累。 α、 β、θ 和 γ 分

别代表土地、资本、劳动和化肥的产出弹性。
ΔY
Y = ΔA

A + α ΔC
C + β ΔK

K + θ ΔLL + γ ΔF
F (2)

选用回归法进行各投入要素弹性测算,明确

α、β、θ 和 γ 数值,并按照式(3)进一步测算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率。 其中,g 表示各变量的增长速度,
本文增长速度选用几何平均法计算。 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率为扣除土地、劳动、资本和化肥投入后产

量增长的剩余部分,即“索洛余值”。 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率代表技术进步、生产和要素配置效率改

善以及政策红利等因素带动的增长。

gA

{索洛余值

= gY

{产量增长

-

αgC}

土地要素贡献度

- βgK}

资本要素贡献度

- θgL}

劳动要素贡献度

- γgF}

化肥要素贡献度

ìî í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要素贡献度

(3)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约束条件下,有 α + β + θ +
γ = 1, 则粮食生产函数可改写为劳均形式:

Y
L = A C

L( )
α K

L( )
β F

L( )
γ

(4)

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线性化的函数模型:

ln Y
L( ) = lnA + αln C

L( ) + βln K
L( ) + γln F

L( )
(5)

对式(5)进行回归分析,再利用公式 θ = 1 - α -
β - γ 可得劳动弹性系数。 弹性系数乘以增长速度

即为贡献度,将产量增长设为 100% ,进一步计算

各要素及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 各要素

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各自贡献度除以产量增长

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 1 减去各要素贡献率

之和。
二、样本数据

(一)样本选取

就品种而言,粮食作物包括谷物、薯类和豆

类。 谷物主要包括稻谷、小麦和玉米。 本文聚焦

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出于两方面考

量。 一是,出于粮食安全战略的考量。 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新粮

食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谷

物的稳产增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 二

是,出于中国粮食结构的考量。 中国稻谷、小麦和

玉米三者的产量之和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播种

面积之和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重 2010 年起分别

超过 90%和 80% 。 因此,本文以稻谷、小麦和玉米

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产能提

升的源泉,以期更具有针对性地助力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在样本选取上,充分考虑粮食生产实际情况,

本文选取三大粮食作物主产区所涵盖的省份。 由

于中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稻谷、小麦和玉

米生长分布情况并不相同,根据历年《全国农产品

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汇总、整理各省份情况。
从省域范围来看,本文选取 23 个稻谷主要生产省

份,具体省份为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
宁夏;选取 15 个小麦主要生产省份,具体省份为河

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
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选取 20 个玉

米主要生产省份,具体省份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
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选取和处理方法对于索洛余值法的运用

结果至关重要[11]。 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数据可得

性,本文选取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作物总产

量作为产出变量,选取土地、资本、劳动、化肥作为

投入变量。 产出变量数据清晰且易得,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 下面主要介绍投入变量的数

据处理①。
1. 土地变量

土地是粮食生产活动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严禁耕地非农化和过度非粮化(主要是指过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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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2022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编者说明第三条,“稻谷指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和粳稻平均”。 本文所采用的稻谷

资本、劳动和化肥投入量为样本省份稻谷品种的均值。



谷物化),已经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政

策[12]。 本文选取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代

理土地投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选取

播种面积主要是考虑了复种因素,即一年内在同

一块土地上多次播种作物的情况,更能反映土地

实际利用效果[13]。
2. 资本变量

参考李俊鹏等[14] 的做法,本文选取物质与服

务费用代理资本投入。 物质与服务费用具体包括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其中直接费用包括种子费、
农家肥费、农药费、农膜费、租赁作业费、燃料动力

费、技术服务费、工具材料费、修理维修费和其他

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保险

费、管理费、财务费和销售费。 将稻谷、小麦和玉

米的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与各自播种面积相乘,
获得稻谷、小麦和玉米的资本投入总量,各作物亩

均物质与服务费用来源于 2003—2022 年《全国农

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将

化肥投入单独纳入模型,因此资本投入量为剔除

化肥费后的物质资本量。 为了消除价格影响,本
文以 2002 年为基期利用种植业生产价格指数进行

平减,价格指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3. 劳动变量

选取实际从事作物生产的用工数量(标准劳

动日)代理劳动投入。 将稻谷、小麦和玉米的亩均

用工数量乘对应作物品种的播种面积,获得稻谷、
小麦和玉米的劳动用工总量,各作物亩均劳动用

工数量来源于 2003—2022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

益资料汇编》。 劳动投入采用实际从事作物生产

的用工数量而非劳动人数[3],出于以下两方面的

考量。 一是各粮食作物具体劳动人数缺乏官方数

据统计。 有学者采用农林牧渔劳动力人数进行表

征[14],无法将粮食种植业劳动人数进行剥离。 也

有学者通过构建权重系数 α = (农业产值 /农林牧

渔总产值) ×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农作物播种总

面积),分离粮食种植业劳动人数[15]。 然而,采用

系数加权剥离法并不准确,存在高估可能。 二是

选取用工数量更为合理。 大多数农民种植多种不

同作物,且农业生产存在季节性和周期性,部分农

民只把部分时间花在农业上,采用从事作物生产

的用工数量表征劳动投入更为准确合理。
4. 化肥变量

选取生产过程中实际施用的各种化肥数量代

理化肥投入。 将稻谷、小麦和玉米的亩均化肥用

量与各自播种面积相乘,获得稻谷、小麦和玉米的

总化肥用量,各作物亩均化肥用量来源于 2003—
2022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全面把握稻谷、小麦、玉米产能提升源泉,本
部分对中国三大粮食作物产能提升源泉及其要素贡

献进行实证分析,将各自粮食作物产能提升源泉分

解为土地、资本、劳动、化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并进

一步分析不同时期三大粮食作物产能提升源泉及其

要素贡献的变动情况。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为节点,
将全样本划分为 2002—2011 年、2012—2021 年前

后两个分时期。 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模
型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稻谷、小麦和玉米全样

本和分时期的回归结果来看,拟合优度 R2均超过

0. 80,说明拟合度较好。 因此,本文将利用这一回

归结果对粮食各要素弹性进行核算。
表 1　 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变量 稻谷 小麦 玉米

时期 2002—2021 年 2002—2011 年 2012—2021 年 2002—2021 年 2002—2011 年 2012—2021 年 2002—2021 年 2002—2011 年 2012—2021 年

lnc / l 0. 831∗∗∗ 0. 884∗∗∗ 0. 778∗∗∗ 0. 665∗∗∗ 0. 560∗∗∗ 0. 842∗∗∗ 0. 809∗∗∗ 0. 888∗∗∗ 0. 815∗∗∗

(0. 040) (0. 070) (0. 057) (0. 080) (0. 185) (0. 122) (0. 073) (0. 128) (0. 123)

lnk / l 0. 046∗ - 0. 003 0. 110∗∗∗ 0. 244∗∗∗ 0. 281∗∗ 0. 143∗∗ - 0. 053 - 0. 036 - 0. 028
(0. 024) (0. 043) (0. 027) (0. 054) (0. 119) (0. 069) (0. 038) (0. 070) (0. 057)

lnf / l 0. 072∗∗∗ 0. 148∗∗∗ 0. 084∗∗ 0. 030 0. 163 - 0. 019 0. 239∗∗∗ 0. 243∗∗∗ 0. 078
(0. 025) (0. 044) (0. 038) (0. 061) (0. 111) (0. 069) (0. 052) (0. 071) (0. 086)

常数项
- 0. 409∗∗ - 0. 607∗ - 0. 469∗∗ - 1. 860∗∗∗ - 2. 072∗∗∗ - 1. 474∗∗∗ 0. 084 - 0. 690 0. 425
(0. 179) (0. 343) (0. 214) (0. 368) (0. 764) (0. 441) (0. 406) (0. 847) (0. 496)

样本量 460 230 230 300 150 150 400 200 200
R2 0. 975 7 0. 926 5 0. 970 4 0. 960 8 0. 891 4 0. 940 8 0. 942 3 0. 822 0 0. 909 7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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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稻谷产能提升的源泉及贡献分析

稻谷产量从 2002 年的 17 263. 02 万 t 上升到

2021 年的 21 098. 49 万 t,年均增长率达到 1. 06%
(见表 2)。 从全样本时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与要

素投入对粮食产能提升的贡献次序为“全要素生

产率—土地—资本—化肥—劳动”。 全要素生产率

对稻谷产能提升的贡献率为 85. 39%,拉动稻谷产

量增长 0. 91 个百分点,说明稻谷生产实现高质量发

展。 土地对稻谷产能提升的贡献率为 24. 98%,拉
动稻谷产量增长 0. 27 个百分点,是稻谷增产重要的

要素来源之一,这主要归结于土地要素较高的边际

产出弹性与相对稳定的增长率。 土地边际产出弹

性为 0. 831,年均增长 0. 32% ,呈持续平稳态势。
考虑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大幅度增加稻谷播种

面积已不现实[16],未来应从提高耕地边际产出弹

性入手实现“藏粮于地”。 资本与化肥对稻谷产能

提升的贡献率分别为 7. 73% 和 6. 30% ,分别拉动

稻谷产量增长 0. 08 与 0. 07 个百分点,主要是资本

与化肥的边际产出弹性与增长率较低导致的。 资

本边际产出弹性为 0. 046,资本投入实现年均

1. 78%的增长。 化肥边际产出弹性为 0. 072,年均

增长率为 0. 93% ,可能的原因是化肥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方案的出台,化肥施用量增速降缓且出现

小幅度回落趋势,造成化肥贡献率较低。 劳动要

素贡献率为 - 24. 41% ,向下拉动稻谷产量降低

0. 26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劳动边际产出弹性为正

表 2　 稻谷产能提升的源泉及贡献 单位:%
指标 2002—2021 年 2002—2011 年 2012—2021 年

稻谷产量年均增长率 1. 06 1. 71 0. 34
土地年均增长率 0. 32 0. 83 - 0. 20
资本年均增长率 1. 78 2. 88 0. 21
劳动年均增长率 - 5. 08 - 5. 59 - 4. 65
化肥年均增长率 0. 93 1. 18 0. 78

土地贡献度 0. 27 0. 73 - 0. 16
资本贡献度 0. 08 - 0. 01 0. 02
劳动贡献度 - 0. 26 0. 16 - 0. 13
化肥贡献度 0. 07 0. 17 0. 07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 0. 91 0. 65 0. 54
土地贡献率 24. 98 42. 86 - 45. 99
资本贡献率 7. 73 - 0. 51 6. 90
劳动贡献率 - 24. 41 9. 48 - 38. 50
化肥贡献率 6. 30 10. 21 19. 40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85. 39 37. 95 158. 19
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即为“索洛余值”。 下同。

与劳动年均增长率为负共同作用的结果。 劳动

边际产出弹性为 0. 051,劳动要素投入年均下降

5. 08% 。 科技进步带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粮
食作物播种与收获环节中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

被机械替代,使得用于稻谷生产的劳动数量不断

减少。
从不同时期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稻谷产量

年均增长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粮食产量基数变

大,粮食增产所用时间相应变长、增长率降缓,符
合粮食生产一般规律[17]。 从 2002—2011 年这一

时期到 2012—2021 年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和

投入要素对稻谷产量增长的贡献次序由“土地—
全要素生产率—化肥—劳动—资本”转变为“全要

素生产率—化肥—资本—劳动—土地”。 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稻谷产能提升的主

要源泉,稻谷生产实现高质量发展,而投入要素对

稻谷产能提升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 具体来看,
2002—2011 年稻谷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稻谷产量增

长 0. 65 个百分点,其对稻谷产量增长率的贡献率

达到 37. 95% ;2012—2021 年稻谷全要素生产率为

稻谷产量增长提供了 0. 54 个百分点,但对稻谷产

量增长率的贡献率上升为 158. 19% ,说明党的十

八大以来“藏粮于技”战略取得重大成效,全要素

生产率成为稻谷增产的主要动力。 土地要素贡献

率由 42. 86% 转变为 - 45. 99% ,从推动产量年均

增加 0. 73%转变为拉动产量年均下降 0. 16% ,主
要是土地边际产出弹性变动与土地投入量变动共

同作用的结果。 土地边际弹性由 0. 884 转变为

0. 778,土地要素投入的增长率也由年均增长

0. 83%转变为年均下降 0. 20% ,说明稻谷播种面

积减少对稻谷产量增加产生较大影响。 资本要素

贡献率从 - 0. 51% 上升到 6. 90% ,这主要归结于

资本边际产出弹性提高。 虽然资本年均增长率由

2. 88% 转变为 0. 21% ,但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由

- 0. 003上升为 0. 110,说明增加资本投入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推动稻谷产能提升的有效途径。 劳动

贡献率从 9. 48%转变为 - 38. 50% ,主要是劳动投

入量下降而边际产出弹性提升导致的。 劳动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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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弹性由 - 0. 029 转变为 0. 028,劳动投入量由

年均下降 5. 59% 转变为年均下降 4. 65% ,下降速

度有所降缓,但下降趋势并未改变,说明劳动投入

的减少会对稻谷产能的提升起到阻碍作用,要提

高劳动投入推动稻谷产能进一步提高。 化肥要素

贡献率从 10. 21% 上升至 19. 40% ,主要原因是边

际产出弹性始终为正且化肥年均增长率相对稳

定。 化肥边际产出弹性由 2002—2011 年的 0. 148
降为 2012—2022 年的 0. 084,化肥投入量由年均

增长 1. 18%转变为年均增长 0. 78% 。 虽然化肥使

用量增速有所变缓,但合理的化肥使用方式使得

化肥贡献度上升,并弥补土地和劳动要素投入减

少对稻谷产能提升的阻碍作用。
(二)小麦产能提升的源泉及贡献分析

小麦产量不断提高,为全国粮食产能提升做

出重要贡献。 小麦产量从 2002 年的 8 617. 77 万 t
上升到 2021 年的 13 447. 04 万 t,产量年均增长率

达到 2. 37% (见表 3)。 从全样本时期来看,全要

素生产率和投入要素对小麦产能提升的贡献次序

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土地—化肥—劳动”。
小麦产能提升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这与程申等[18]的研究结论一致。 全要素生产率为

小麦产量年均增长率贡献了 2. 39 个百分点,贡献

率达到 100. 93%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小麦育种

研发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产量与品质同步改良的

育种技术发展迅速,引领了世界杂交小麦育种方

向[19],小麦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以及种业科技创

新为小麦产能提升提供坚强保障。 资本和土地对

于小麦产能提升的贡献率相似,分别拉动小麦产

量增长 0. 12 百分点和 0. 10 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

为 5. 03%与 4. 30% ,这主要是边际产出弹性与要

素投入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资本边际产出弹性

为 0. 244,年均增长率为 0. 49% ,土地边际产出弹

性为 0. 665,年均增长率为 0. 15% ,说明大幅度提

高土地要素投入带动小麦产能提升较为困难,积极

推动资本投入增加对于小麦产量提升仍存在空间。
化肥投入对小麦产量增加的贡献率为 1. 74%,为小

麦产量年均增长率贡献了 0. 04 个百分点,化肥贡献

率较低主要是由于化肥边际产出弹性与增长率较

低。 化肥边际产出弹性为 0. 030,年均增长率为

1. 37% ,说明积极践行化肥提质增效方案对于小

麦产量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劳动对于小麦产量增

长的贡献率为 - 12. 00% ,向下拉动小麦产量变动

0. 28% ,主要是由于劳动边际产出弹性为正而劳

动增长率为负。 劳动边际产出弹性为 0. 061,这一

时期劳动投入量年均下降 4. 66% ,可能的原因是

随着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提高以及就业机会的增

加,农村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

门,使得农村劳动数量不断减少。 农村人口呈现

老龄化趋势导致小麦种植农户应用新技术概率降

低,进一步减缓了小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20]。 因

此,要提高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增加小麦生产

过程中的劳动投入。
表 3　 小麦产能提升的源泉及贡献 单位:%

指标 2002—2021 年 2002—2011 年 2012—2021 年

小麦产量年均增长率 2. 37 3. 32 1. 31

土地年均增长率 0. 15 0. 67 - 0. 38

资本年均增长率 0. 49 0. 12 0. 53

劳动年均增长率 - 4. 66 - 4. 97 - 4. 04

化肥年均增长率 1. 37 1. 89 0. 82

土地贡献度 0. 10 0. 37 - 0. 32

资本贡献度 0. 12 0. 03 0. 08

劳动贡献度 - 0. 28 0. 02 - 0. 14

化肥贡献度 0. 04 0. 31 - 0. 02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 2. 39 2. 58 1. 71

土地贡献率 4. 30 11. 28 - 24. 33

资本贡献率 5. 03 0. 99 5. 82

劳动贡献率 - 12. 00 0. 60 - 10. 46

化肥贡献率 1. 74 9. 28 - 1. 19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100. 93 77. 85 130. 17

从不同时期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小麦产量

年均增长率有所下降。 从 2002—2011 年这一时期

到 2012—2021 年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和投入

要素对小麦产量增长的贡献次序由“土地—全要

素生产率—化肥—劳动—资本”转变为“全要素生

产率—化肥—资本—劳动—土地”。 全要素生产率

始终是小麦增产的主要动力,而要素贡献明显下降。
具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从77. 85%上升到

130. 17%,在保持高水平贡献率基础上实现飞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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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小麦生产过程中始终重视先进技术的引入、
注重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同时相关支农强农政

策充分释放政策红利,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

供了良好环境。 土地要素的贡献率从 2002—2011
年的 11. 28%下降到 2012—2021 年的 - 24. 33% ,
主要是边际产出弹性变动以及土地投入量增速降

缓导致的。 土地边际产出弹性由 0. 560 上升至

0. 842,而土地要素投入从 2002—2011 年的年均增

长 0. 67%转变为 2012—2021 年的年均下降 0. 38%。
土地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下降主要是受生产结构调整

和种植比较效益低等多重因素影响,以及农业农村

部部署实施200 万 hm2以上的轮作休耕试点面积要

求,华北地下水超采区、条锈病高发区等地区调减

冬小麦播种面积。 资本要素的贡献率由 0. 99%提

高至 5. 82% ,拉动小麦产量增长从 0. 03% 上升至

0. 08% ,主要是资本边际产出弹性变动与资本要

素投入增长率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 资本边际产

出弹性由 0. 281 变为 0. 143,资本要素增长率从

0. 12%上升至 0. 53% 。 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拉动了

资本要素贡献率的提高,说明继续增加资本投入

可以进一步促进小麦产能的提升。 劳动要素对小

麦产量增加的贡献率由 0. 60%下降为 - 10. 46% ,
主要是由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发生变动的结

果。 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由 - 0. 004 提高至

0. 034,而劳动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从年均下降

4. 97%变为年均下降 4. 04% 。 化肥要素的贡献率

从 9. 28%下降到 -1. 19%,主要是化肥边际产出弹

性变动而增长率始终为正。 化肥要素投入的年均增

长率从 2002—2011 年的 1. 89%下降到 2012—2021
年的 0. 82%,化肥边际产出弹性由 0. 163 转变为

-0. 019,表明在初期化肥使用量的增加有助于小

麦产能的提升,但到达一定程度后将对小麦产能

产生负面影响,化肥投入已经进入到边际报酬递

减阶段,继续增加化肥使用量无法实现小麦产能

提升。
(三)玉米产能提升的源泉及贡献分析

随着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由植物性食物为主向

动物性食物为主转变,作为饲料粮的玉米需求量

增大,玉米产量实现大幅上升,玉米产量从 2002 年

的 11 791. 01 万 t 上升到 2021 年的 26 731. 25 万 t,
年均增长率达到 4. 40% (见表 4)。 从全样本时期

来看,2002—2021 年全要素生产率和投入要素对

玉米产量增长的贡献次序为“土地—全要素生产

率—化肥—劳动—资本”,玉米产量增长主要源于

投入要素驱动,表明玉米增产属于外延式增长。 具

体来看,投入要素的贡献率总和为 76. 01%,全要素

生产率的贡献率较低为 23. 99%。 土地要素的贡献

率为 56. 48%,拉动玉米产量提高 2. 49%,主要是由

于土地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弹性以及年均增长

率。 玉米的饲用量大幅上升,使得玉米播种面积

不断扩大,玉米的土地投入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

率达到 3. 07% ,边际产出弹性为 0. 809,说明提高

玉米播种面积是促进玉米产能提升的重要途径。
化肥对于玉米增产的贡献率为 23. 95% ,向上拉动

玉米产量增加 1. 05% ,主要是化肥边际产出弹性

与增长率较高的原因。 化肥边际产出弹性达到

0. 239,实现年均 4. 41%的增长。 劳动要素的贡献

率为 - 0. 17% ,主要是劳动边际产出弹性为正而

劳动投入量减少导致的。 劳动边际产出弹性为

0. 005,而劳动要素年均减少 1. 46% ,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玉米产量增长。 因此,提高农户种植玉米

的积极性,增加玉米劳动数量可以进一步提高玉

表 4　 玉米产能提升的源泉及贡献 单位:%

指标 2002—2021 年 2002—2011 年 2012—2021 年

玉米产量年均增长率 4. 40 6. 41 1. 97

土地年均增长率 3. 07 4. 63 1. 18

资本年均增长率 3. 54 4. 45 1. 55

劳动年均增长率 - 1. 46 - 0. 40 - 2. 87

化肥年均增长率 4. 41 6. 28 2. 16

土地贡献度 2. 49 4. 11 0. 96

资本贡献度 - 0. 19 - 0. 16 - 0. 04

劳动贡献度 - 0. 01 0. 04 - 0. 39

化肥贡献度 1. 05 1. 52 0. 17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 1. 06 0. 90 1. 27

土地贡献率 56. 48 64. 13 48. 97

资本贡献率 - 4. 26 - 2. 50 - 2. 21

劳动贡献率 - 0. 17 0. 60 - 19. 71

化肥贡献率 23. 95 23. 79 8. 56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23. 99 13. 98 6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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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产能。 资本是粮食增产直接动力,同时也是引

入现代化要素以发展性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21],

但资本对玉米产能提升的贡献率为 - 4. 26% ,主
要是由于资本边际产出弹性为负而资本投入量不

断增加。 资本要素年均增长率达到 3. 54% ,而资

本边际产出弹性为 - 0. 053,可能是玉米资本要素

投入已经处于边际报酬递减阶段,阻碍了玉米产

能的提升。
从不同时期来看,玉米产量年均增长率虽有

所下降,但仍位于三大粮食作物之首。 从 2002—
2011 年这一时期到 2012—2021 年这一时期,全要

素生产率和投入要素对玉米产量增长的贡献次序

由“土地—化肥—全要素生产率—劳动—资本”转
变为 “全要素生产率—土地—化肥—资本—劳

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取代土地要

素成为玉米产能提升的主要源泉,说明玉米的生

产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通道,而投入要素对

玉米产能提升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 具体而言,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从 13. 98% 上升到 64. 38% ,
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玉米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

创新能力大幅上升。 土地要素是贡献率最高的投

入要素,贡献率由 64. 13%下降至 48. 97% ,拉动玉

米产量增长从 4. 11% 下降至 0. 96% ,主要是土地

边际产出弹性降低与土地投入量增速降缓共同作

用的结果。 2002—2011 年,土地边际产出弹性为

0. 888,土地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 4. 63% 。 而

到 2012—2021 年这一时期,土地边际产出弹性变

为 0. 815,土地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也下降为

1. 18% ,造成土地贡献率下降,这说明玉米播种面

积稳定是玉米增产的重要保障。 资本要素的贡献

率由 - 2. 50%转变为 - 2. 21%,从拉动玉米产量下

降 0. 16%改善为拉动玉米产量下降 0. 04%,主要是

由于边际产出弹性变动与资本投入量增速降缓。 资

本边际产出弹性由 - 0. 036 转变为 - 0. 028,资本要

素投入从年均增长 4. 45%转变为年均增长 1. 55%。
劳动要素贡献率从 2002—2011 年的 0. 60% 下降

到 2012—2021 年的 - 19. 71% ,从向上拉动玉米产

量变动 0. 04%转变为拉动玉米产量下降 0. 39% ,
这主要是劳动边际产出弹性变动与劳动投入量不

断减少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 2002—2011 年这一时

期,劳动边际产出弹性为 - 0. 095,同时劳动要素

年均下降 0. 40% ,使得劳动贡献率为正。 而到

2012—2021 年,劳动边际产出弹性转变为 0. 135,
而劳动要素仍年均下降 2. 87% ,导致劳动要素对

玉米产量提升的贡献率为负。 化肥要素贡献率从

23. 79%下降到 8. 56% ,对玉米产量提升的拉动作

用也从 1. 52%下降至 0. 17% ,主要是化肥要素投

入增速放缓以及化肥边际产出弹性下降共同作用

的结果。 化肥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从 2002—
2011 年的 6. 28%下降至 2012—2021 年的 2. 16% ,
边际产出弹性由 0. 243 转变为 0. 078,说明依靠化

肥投入量的增加促使玉米产能提升的空间不断缩

小,积极践行化肥要素提质增效是提高产能的必

然选择。
(四)三大粮食作物产能提升源泉的比较

在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过程中,三大粮食作

物产量均实现不同程度上升。 2002—2021 年期

间,稻谷和小麦的产量实现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

分别为 1. 06%和 2. 37% ,玉米产量大幅上升,年均

增长率高达 4. 40% 。 通过比较稻谷、小麦和玉米

产能提升源泉及贡献,可以发现以下结论:
第一,三大粮食作物产能提升源泉不尽相同。

整个样本期内,稻谷产能提升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

产率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达到 85. 39%,高
于所有投入要素的贡献率之和。 土地贡献率位于第

二位达到 24. 98%,是稻谷增产的重要动力之一,资
本和化肥对稻谷增产的贡献率处于较低水平。 小

麦产能提升全部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全
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对小麦增产的贡献作用明

显,贡献率达到 100. 93%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

小麦增产的最主要动力。 玉米产能提升主要源于

投入要素驱动,说明玉米产能提升仍属于外延式

增长。 土地和化肥对玉米增产的贡献率分别高达

56. 48%和 23. 95%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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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99% 。 如果能大力提升玉米的全要素生产率,
玉米将有巨大的增产潜能。

第二,投入要素中土地和化肥对粮食产能提升

贡献显著。 整个样本期内,土地对于稻谷、小麦和玉

米的贡献率分别为24. 98%、4. 30%和56. 48%,土地

投入是玉米增产的第一动力,这表明稳面积对于玉

米的稳产增产具有极端重要性。 就化肥的贡献而

言,化肥对于三大粮食作物的贡献率分别为

6. 30%、1. 74%和 23. 95%。 特别是对于玉米而言,
化肥仍是产能提升的重要动力。 资本对于三大粮食

作物的贡献率分别为 7. 73%、5. 03%和 -4. 26%,均
处于较低水平。 劳动对于三大粮食作物增产的贡献

率均为负,分别为 -24. 41%、 -12. 00%和 - 0. 17%。
综合来看,土地和化肥始终是粮食产能提升的重要投

入要素。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粮食产能提升的

主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于

稻谷、小麦和玉米的贡献率分别为 158. 19% 、
130. 17%和 64. 38% ,特别是玉米产能提升的主要

源泉已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这意味着玉米仍存在较大增产空间。 锚定建设农

业强国及新一轮千亿斤产能提升目标,以着力提

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为主攻方向,通过改良品种、
推广新技术、优化资源配置和改进调控政策等推

动粮食产能提升,已成为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

四、结论与建议

探究中国粮食产能提升源泉,明晰投入要素

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具体贡献程度,
对于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稳定安全供给以及确保

2024 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 3 万亿斤以上具有重要

的启示意义。 本文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构建粮食生

产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揭示了中国稻谷、
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产能提升的源泉。 主要

研究结论如下:整个样本期内,稻谷、小麦这两种

粮食作物的产能提升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

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达到 0. 91% 和

2. 39% ,贡献率分别为 85. 39%和 100. 93% 。 玉米

产能提升主要来源于土地要素,其贡献率达到

56. 48% 。 稻谷和玉米产能提升源泉存在时期差

异,党的十八大之前,稻谷和玉米产能提升主要源

于土地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取代

土地要素,成为稻谷和玉米产能提升的最主要驱

动力量,全要素生产率对稻谷和玉米产能提升的

贡献率分别达到 158. 19%和 64. 38% 。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国的粮食生产已进

入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要源泉的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 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标志。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

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

生,其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

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在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中,新质生产力将为中国粮食生产的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提供新动能。
第一,紧紧抓住“种粮人”这一粮食产能提升

的核心要素。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要推

动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生产首先要解决好人才技

术的问题。 一是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的培训。 各地政府要规律性地向种粮大户免费

提供精准有效的高质量技术培训,提升农业生产

者数智技能,加速种粮技术的推广应用,确保农户

能将先进技术运用到粮食生产中。 二是建立科研

院所与种粮大户的长效对接机制。 积极搭建对接

平台,推动粮食产业科技成果供给端与需求端精

准对接。 引导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围绕粮食科技

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攻关,鼓励种粮大户积

极应用农业科技并发挥带动作用。
第二,以人工智能赋能粮食生产,深入挖掘粮

食产能提升空间与潜力。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强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化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 + ”行动。 粮食

安全是国之大者,粮食生产要积极主动与人工智

能深度融合,放大粮食产能提升的空间。 一是加

快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 以粮食生产设施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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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升级为着力点,加快无人机、智能收获机、
智能除草机等高性能、智能化设备的研发与应用,
推动粮食生产效率和产能的提升。 二是构建智能

化粮食生产体系。 积极开展大数据、物联网、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数智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深

度应用,通过搭建智慧生产系统,实现土壤湿度、
水肥施用以及病虫灾害的精准监测与治理,为粮

食产能提升保驾护航。
第三,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粮种关

键性技术突破。 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生产,必须

要将高水平的种粮人、高标准的农田建设、高科技

的种子相组合。 为此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与

“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打好

种业翻身仗。 一是建立并完善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的耕地质量提升机制。 建立严格的耕地监

管制度,遏制耕地“非农化”与“非粮化”现象。 通

过完善休耕和轮耕制度,提升耕地生产能力。 加

大秸秆还田、有机肥综合利用等绿色生产技术推

广力度,提高耕地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深入实

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着力突破粮种的“卡脖子”
核心技术,创新生物育种核心技术。 充分发挥政

府政策支持和引导作用,推动形成种业创新的国

家体系,打造“国家队”与“地方队”共同发展的新

型种业创新格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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